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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可以中国化

□ 安 娜 陈 珂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0）

摘 要 辩诉交易作为英美刑事诉讼中颇具特色又充满争议的一项制度，相对于中国是典型的舶来制度，其自身的缺陷和

对正义构成的威胁也遭到了各种质疑和指责。考虑外来制度能否中国化的问题，应结合多项因素从实际国情出发进行分

析。本文从辩诉交易与国情的相容以及其为目前国情所需两方面，得出辩诉交易可以中国化这一结论，并提出展望，只要在

这项制度的构建过程中，采取相应措施守住正义的防线，辩诉交易必将成功被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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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诉交易概述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答辩交易或答辩协议，源于美

国，作为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被世界各

国所效仿。但关于其定义，目前并无统一观点。比较权威的定义有

二：《布莱克法律辞典》称“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

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 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

步 ,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消其它指控的情况下 ,检察官和被

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而伦斯特洛姆所著《美国法律辞典》对

辩诉交易的解释是“在刑事案件中 ,被指控者通过他或她的律师与公

诉人进行协商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协议的程序”。①我国学者则通常

认为，②辩诉交易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

诉方以撤销部份指控、降格控拆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

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

判的不确定性。

二、辩诉交易的产生及现状分析

辩诉交易程序产生于 19世纪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 1970

年在 Brady V. U.S. (Brady United States, 379, U.S.742, 752-53(1970)

一案的判决中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在第二年对 Sentobell V

New York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它的合法性：“如果每

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

要将其法官的数量和法庭设施增加许多倍。”还指出：“辩诉交易是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组成部份，如果运用得当，它应当受到

鼓励。”

在辩诉交易的发展过程中，有关其合宪性、合法性、正当性的争

论就从未停息过，但不可否认，这一制度有效地弥补了正式陪审团审

判因繁琐和拖延所带来的不足。“在州和联邦两级，全部刑事案件中

至少有 90%没有进入审理阶段。”③“⋯⋯如果不实行这种办法，法院

现在可能还在审理 30年前的案子。”④辩诉交易在美国迅速发展，有

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奉行的当事人主义和正当程序的理

念，美国检察官享有的独立且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等都有密切的

联系。但其盛行的直接原因则是案件的压力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的

尖锐矛盾。基于此，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即使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

家，这种程序也正在被逐步采纳。意大利在 1988年的司法改革中，

建立了“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德国在刑事诉讼法第 407条规定了“辩

诉交易”（处罚令程序），而日本政府则于 1999年宣布将引入“司法交

易”作为近年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

三、辩诉交易在中国面临的质疑

随着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孟广虎伤害案的出现，“辩证交

易”这一舶来制度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焦点，特别是围绕辩

诉交易制度能否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

是。

反对在中国引进辩诉交易的学者对该项制度存在多种质疑，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违反了刑法中“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认罪就

减轻刑罚并无法定依据，辩诉交易使量刑的依据不再主要以犯罪事

实为重点，而是向犯罪后与公诉机关的合作态度倾斜，可能导致犯罪

分子逃脱法律惩罚，从而使该项制度的正义性受到质疑。

（二）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左。按规定，证明有罪的标准是案

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案件不能成

立，按无罪处理。但辩诉交易是只要自己承认有罪，就可以定罪，也

不要求查清了，所以它既不符合我们关于有罪的证明标准，也跟我们

“疑罪从无”的原则相违背。

（三）损害了被害人的权益。在被告人确实有罪的情况下，辩诉

交易在减轻追诉难度的同时，也局部地牺牲了受害人的利益。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剥夺被害人获得赔偿和惩罚罪犯的“期盼权”，有出卖

被害人合法权益之嫌。

（四）加剧司法腐败。如果把辩诉交易合法化，允许控辩双方就

指控的罪数、指挥的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协商，它就有可能变成了

公权与私权的交易，钱财与权力的交易，在目前总体较低的司法环境

和执法水平下，引发更严重的徇私枉法和“黑箱操作”。

（五）不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公正，而

只有坚持程序公正，才能确保刑法在保卫社会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基

本权利。而辩诉交易在本质上是以部份地牺牲公正为前提而追求效

率，这势必会给刚在我国确立的程序正义理念带来负面影响。

四、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可行性

尽管辩诉交易确实存在着对于正义的威胁，并在一定程度上牺

牲了某些正义，但是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制度具有存在的合理价值。

至少，它是今天犯罪高发社会的一种无奈但又不是任意的选择。辩

诉交易能在西方国家长期存，必有合理性存在，必然是总体上没有对

正义构成实质性的损害。其次，正义是社会重要的价值，但不是唯一

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除了正义的标准之外，也还有

其他的标准，例如效率和稳定。”⑤况且，效率和正义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如果法官为了维持裁判的品质而不增加办案量，案件处理必

然拖延，当事人只能得到‘迟来的正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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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现行制度、司法理念和现行司法

状况等方面分析，针对辩诉交易与国情的相容以及其为目前国情所

需二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辩诉交易可以中国化这一结论。

（一）辩诉交易与我国国情相容

首先，从我国制度层面后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习性来看，辩

诉交易存在着中国化的思想基础。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法制史，至清

末之前一直是民刑不分，而在各朝代的刑事诉讼中，则存在“调解”、

“息讼”⑦等制度，这与“辩诉交易”的原理有相通之处。因此，“辩诉交

易”的原理与传统固有的道德观念存在共同之处。《论语.为政篇》中

的内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提出要以宽容慈心对待被告，使用令其了解和心服的讨论方

式处理案件，自然能收到“改过迁善”的效果。

其次，从目前的经济体制来看，辩诉交易具有中国化的条件。辩

诉交易首先是一种权利交易，是检察官与被告人权利的交易。既是

权利交易，就应有容许权利交易的权利规范背景，即以权利本位为主

流。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的基准是某种利益配置，公正的基本公式

是成比例平等。公正和平等在一定范围内含义是相同的。在我国目

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

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二元分野的转型，个体权利意识逐渐深入

人心，特别是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利益的自愿与

合理配置功能将是一项理想的司法制度所应当具有的功能。⑧ 我们

有理由相信，当一系列具有该种功能的制度日渐建立后，辩诉交易这

种自愿分配利益功能的制度自当会被融洽的吸纳于其中。

再次，从现行的司法制度来看，辩诉交易的内涵与其有相吻合之

处。无论是我们一向倡导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首”“立功”的

规定，还是已经试点即将推开的普通程序简易审，抑或是所谓的轻罪

案件书件审，以及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我们都清楚地发现，这

里无不晃动着辩诉交易的影子。可以说，这一制度的灵魂早已潜入

了中国司法机关围绕着提高效率这一主题的改革举措之中。

（二）辩诉交易适应目前国情需求

尽管我国学术界和实践界对于是否借鉴、吸收辩诉交易制度的

急诊尽管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即人们是

普遍感到我国司法资源与犯罪率上升这样一个紧迫的矛盾和困难的

背景下，才讨论辩诉交易这一问题的，可见，这一制度对于解决我国

目前所面临的矛盾有重要意义，二者关系密切。

目前，我国的社会情况正如当年辩诉交易在美国产生之时，社

会矛盾日益显现；而司法资源十分稀缺。在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的

情况下，如何有效地节约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必然被提上日程。刑

事审判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即程序的经济效益原则。波斯纳认为：

“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来说就是效益。”⑨ 他把刑事审判的经济

耗费分为“错误耗费”（error cost）——由于错误司法造成的耗费和

“直接耗费”（direct cost）——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耗

费。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使两类成本之各最小化，同时对二者总和

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辩诉交易程序首先因其对定罪的稳操胜券

而使“错误成本”大大减少；同时因其诉讼周期的缩短及不进行正

式的法庭审判而大大减少“直接成本”，从而将“经济效益性”体现

得淋漓尽致。如何通过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

出最大的功能，适应当前我国国情的需求，辩诉交易无疑给了我们

一个现成的答案。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辩诉交易与我国国情的相容性，还是从目前

国情对该项制度的需求来看，辩诉交易中国化都具有该当性和可行

性。

五、对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展望

我们选择一项制度时，不能全然不顾本国、本民族文化提供的可

行性，而进行空中楼阁的设计。但另一方面，国情并不是宿命的，它

们是变量而不是恒量，可以随着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一

项新的制度可能会促进这种变化。我们不能将国情作为静止不变的

宿命物来看待，以此成为排拒外来因素的借口，而应该本着“见贤思

齐”、“善则赶先”的精神，对成功的法律制度进行移植。

辩诉交易与司法正义的实现、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等并不存在必

然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针对反对者提出的各项观点，已有众多学者相

应地提出了反驳意见及解决方法，如将制度名称改为“控辩协商”以

适应国人心理；辩诉交易的适用应限制为一般的刑事案件，对特别严

重的案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被告人以及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累犯

不能适用；必须以辩护律师参与、充分的证据展示为前提；限制减轻

指控或处罚的幅度；确立控诉机关、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四

方主体一致同意原则，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建立严格的司法审查机

制及不正当交易的救济机制等等。

“公正与效率”作为二十一世纪法院工作主题，是司法工作的两

个终极目标，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是司法工作需要把握的基本准则。

通过设计合理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完全可以有效地防止辩诉交易可

能产生的对于正义的损害以及其它损害威胁，保证“相对正义”⑩的实

现；同时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速诉讼运作，减少案件拖延

和积压的现象，达到满足社会、国家和个人对公正、秩序和自由的需

求。辩诉交易制度中的正义防线应当守住，也能够守住。如果我们

下决心尝试这样一种致力于提高司法效率的制度，那么我们工作的

重点便是在辩诉交易制度中加入防止司法不公正现象产生及其出现

后加以救济的机制，构筑一道守住正义的防线。构建具体有中国特

色的辩诉交易制度，可行且该当，但在构建过程中应逐步进行，并辅

以相应的制度建设。这一过程虽然艰苦而漫长，但随着中国转型的

日益趋成，权利规范的发展定势，辩诉交易必可成功被借鉴，与中国

国情相容相促，构成中国刑事改革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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